
“
今天怎样写“救亡史”

□李骏虎

文学怎样更好地表现和承载历史？作家怎样从灵感出发，最终

创作出一部厚重雄浑、格局开阔的大作品？在创作长篇小说《中国战

场之共赴国难》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后来，通过对《战争

与和平》和托尔斯泰相关传记的研读，渐渐感悟和掌握了一些思想

和方法。我们无法企及托尔斯泰的笔力和思想，但他的创作态度和

方法足可借鉴。”

作者探访“晋西事变”亲历者常培军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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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一大圈绕了我一年多时间。“抗

日救亡”虽然比“抗日”只多两个字，但

这两个字承载了几可与我等身的史料，

“救亡”就是当年的时代主题。

2011年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
年份。这一年的春天，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的百
年老宅“阎氏旧居”浸淫了两年之后，我忽然产生
了创作抗战救亡小说的冲动，这冲动隐秘而汹
涌，以至于在中国作协征集当年作家定点深入生
活名单时，我匆匆抓了一个阎锡山破坏国共合作
抗日的“晋西事变”来申报，那是一个年轻作家寻
求出路和扩大格局的抗争。

刚开始，我只是想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来
锻炼自己作为作家的历史眼光。这段历史要和山
西有关，是出于一个山西作家的自觉选择。但是
到底选择哪一段历史，却经历了一年多的抉择，
就像一根摇摆的指针还没有稳定和准确的刻度，
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抗战题材。这种摇摆，是作
家在寻找历史，也是历史在寻找作家，我相信我
们最终的碰撞和对接。为什么如此的犹疑和审
慎？因为一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要想走向成熟和
开阔，首要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写什
么”、“怎么写”，而是“为什么写”，解决不了这个
问题，写作就是盲目和没有坚实思想基础的。

在曾经属于阎锡山的老宅里工作、生活了两
年，而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在当时国共合作
抗日的局面下是举世震惊的，我决定深入晋西去
采访健在的事件亲历者。现在看来，当时只是觉
得这个事件有故事性，是一个可以生发创作的

“核”，并没有意识到它能否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
所需要的思想力量和宏阔背景，更没有意识到写
作历史小说尤其近代革命历史小说，首先要求作
家在打通史料、通览历史全貌的前提下形成自己
的历史观念，只有在历史观念的指导下，才能够
顺利地进行创作，否则不是寸步难行就是信口雌
黄，更不要提对主题的把握和开掘了。

8 月上旬，我来到晋西，顺利采访到了 1939
年 12月的“晋西事变”中，和“山药蛋派”五老之
一的西戎一同逃回老家蒲县西坡村的牺盟会员
常培军，他和西戎是邻居、发小。老人当时已是
92 岁高龄，拄根铝合金拐杖，戴着茶色墨镜，银
白的长髯飘洒胸前，相当生动地给我讲述了当时
他和西戎逃亡的故事。我还考察了隰县阎锡山的
故居和太原失守后在隰县驻军期间在山坡上挖
的窑洞。回到太原后，我开始泡南宫旧书市场，在
故纸堆里翻检找寻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协文史资
料》等有关这段历史的史料，收获颇丰，得到很多
当事者的自传和回忆录，国共两党、不同阵营的
人都有，于是埋头研究、梳理。一时着迷其中，竟
至于当时虽然还没来得及去太原沦陷后号称“小
太原”的吉县克难坡考察，根据史料自己画出来
的克难坡建筑布局竟然和实景出入不大。资料中
有很多故事、趣事可以写成小说，但是，却迟迟不
能下笔。于是开始困惑、困顿，慢慢焦虑起来，时
间一长，不免产生了厌倦和畏惧。如此2011年就
过去了，不能说荒废吧，点墨没有沾纸。

2012年伊始，抖擞精神开始找问题，于是发
现了不能下笔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在当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局面
下，阎锡山为什么要翻脸呢？破坏合作的前提是
曾经合作，阎锡山为什么要和中共合作，从什么
时候开始合作的呢？搞不清楚这些问题，1939年
12 月的那场事变就无法去解释和书写，于是只
能把时间往前推，上溯到阎锡山和中共初始合作
的“牺盟会”的形成阶段——1936年6月，时间找
到了，原因还找不到——阎锡山到底为什么要和
中共合作？他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要搞清楚这一切，只能把历史从 1939 年 12
月拉回到 1936年 6月，再度寻找资料，重新进行
阅读、研究、分析，意识到打通史料的同时，尽力
地去琢磨、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个人情怀
和教育背景，以及当时的时代环境。我搜集购买
到数套阎锡山的传记，寻找他和中共合作的思想
基础，只发现他一段可贵的超越一般军阀思想的
言论，那就是以亲眼目睹朝鲜被日本殖民的惨状
为例，论证“民族不能亡”的道理，眼前一亮。但这
就是他要和中共合作抗日的全部理由吗？他为什
么不寄希望于实力最强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呢？

继续研读史料，心一静下来，思路就开阔了：
为什么不从中共方面寻找和阎锡山合作的原因
呢？然后就有了新的发现，在中共和阎锡山合作
抗日之前，红军和晋绥军是打过大仗的，他们后
来的合作可谓是不打不成交。新的问题就来了，
红军和晋绥军为什么会作战？战争发生在什么历
史阶段呢？于是只好再沿着时光之河上溯，来到
1936 年的 2 月，当时红军开始渡过黄河东征山
西，从早春二月一直打到五黄六月，几乎在山西
遍地开花。

但是，红军东征山西真的只是打着抗日的旗
号实现“扩红、筹款、赤化”目的吗？中国共产党的
先进性体现在哪里？如此狭隘的领导者如何能够
取得解放全国的胜利呢？显然，要找到这些解释，
还得继续上溯，直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日寇蚕
食鲸吞的最大耻辱事件“九·一八”事变。找来自

“九·一八”肇始的种种史料，如同找见长江的源
头，跟着水流走，历史的长河便脉络清晰起来。在
东北沦陷、“华北事变”的亡国灭种的危局之下，
彼时的中国军阀拥兵自重，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
中国后，蒋介石一手“削藩”，一手“剿共”，中共领
导的红军高扬“救亡图存”的旗帜，并在先进思想
理念的指导下两条战线齐头并进：一条隐蔽战线
在地下奔走呼号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游行示

威，组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号召农民武装起来
自卫；另一条战线改编中央红军为中国人民红军
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扩红、筹款、赤化”，把抗
日烽火燃遍有民国模范省称号的“钢铁山西”。

而阎锡山当时的处境是艰难而尴尬的，作为
华北最大的军事、经济、政治实力派，他是蒋介石
的宿敌和第一“削藩”对象，蒋介石同意华北半独
立，很大程度上是要假日本人之手消灭异己，至
少趁机鸠占鹊巢：中央军以“协剿”东征红军为
名，十万重兵进入山西赖着不走，使阎锡山面临
不亡于日军就亡于蒋军的严峻局面，这个时候，

曾浩叹“民族不能亡”的阎锡山面临失去经营半
生的晋绥的残酷现实。就在他面临绝境的时候，
已经和红军停战合作的张学良、杨虎城几次三番
向他宣讲中共抗日救亡的理念，而阎本人对中共
组织民众的能力自叹弗如，于是，在“救亡图存”的
共识下，阎锡山终于答应并积极推动与中共的合
作，使太原一度成为中共最为活跃的抗战圣地。

找到“抗日救亡”的主题，我对“晋西事变”的
兴趣彻底转移到了“红军东征”上面来。这一大圈
绕了我一年多时间，“抗日救亡”虽然比“抗日”只
多两个字，但这两个字承载了几可与我等身的史
料，“救亡”就是当年的时代主题，是历史巨人们
和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共同的人生主题，也是我即
将要创作的作品的主题。后来评论家胡平老师还
特意打来电话鼓励我把这段表现山西抗战的历
史写好，他说这里边“有料”，写好了就是一部响
当当的好作品，使我深受鼓舞。

二
写好历史巨人，不单单需要对他们

的相关传记和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下

功夫，还需要作家有一定的英雄情怀，

一个心胸狭窄、蝇营狗苟之辈是无法洞

察伟人的精神世界的。

我具备这样的情怀吗？我不知道。

这种未知刺激了我的挑战欲，我决定挑

战自己，选择正面强攻的宏大叙事。

倒着打通了史料，貌似可以下笔了。但我要
写的是长篇小说，不是历史传记，不能从头至尾
用流水账的形式把历史事件一一陈述，那样不但
不能产生艺术力量，恐怕连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因
也说不清楚，因为历史是线性的，但事件却是立
体的、多维度的，不讲究艺术处理，就不会产生艺
术魅力和思想力量。经过斟酌，我决定在时间跨
度上不贪大，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 1935
年 10 月开篇，自毛泽东与博古、王稼祥等政治
局成员以及彭德怀、林彪等高级指挥员对于下
一步军事路线的分歧开始写起，而把“九·一
八”事变后东北军及其眷属的惨状、土肥原贤
二推动华北独立阴谋以“序篇”的形式作为历史
背景，序篇定名为《亡国图景》，至于小说结束在
什么时间，留出一个未知的出口来调动自己创
作时的探秘感。

然后，面临一个大的选择，那就是从什么角
度切入历史：是用惯常的小角度切入，塑造一个
半大不小的艺术人物，通过他参加东征的故事来
折射大的历史事件？还是正面强攻，采用宏大叙
事，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张学良等为原型，
艺术地还原历史？无论从调动史料、廓清历史还
是塑造人物的难度来说，第一个选择无疑是四两
拨千斤，是取巧而轻省的，而第二个选择则首先
面临着创作失败的巨大危险，因为不要说把握毛
泽东、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主要人
物的思想、性格、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存在巨大
的风险和困难，就算其中仅有寥寥几笔的配角
们，现在看来那也是近代史中响当当的人物，要
想不露怯、没谬误地塑造好他们，对于没有经历
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我来说，也是空前的挑战。写
好历史巨人，不单单需要对他们的相关传记和在
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下功夫，还需要作家有一定的

英雄情怀，一个心胸狭窄、蝇营狗苟之辈是无法
洞察伟人的精神世界的。

我具备这样的情怀吗？我不知道。这种未知
刺激了我的挑战欲，我决定挑战自己，选择正面
强攻的宏大叙事。

进入创作阶段，第一个要克服的难题就是摆
脱史料的束缚，一旦被史料压住，纵然你有天大
的艺术才情，也无法飞扬起来，就像鸟的翅膀结
了冰。要克服史料束缚，有一个方法就是以历史
事件为轴心，但不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致力于
人物的塑造，只要把人写活了，那就可以把史料
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于是贴着人物去写。就算写
的是大人物甚至历史伟人，也要从小处着眼，从
他的现实处境出发，从他面对的矛盾出发，才能
写出他的情怀来。我要反映毛泽东实施东征山西
路线的决策困难，光写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力排众
议是索然无味的，也没有故事性、可读性，不能一
开篇就写会议，那谁还看得下去？我就找矛盾，发
现毛很器重的林彪此时最反对东征。毛泽东会怎
样对待林彪，他采用什么策略才能做通林彪的工

作呢？这些疑问读者感兴趣，我也感兴趣，于是我
就这个矛盾来查阅资料，把林彪井冈山以来九次
反对毛泽东都搞得清清楚楚。把毛泽东和林彪的
矛盾写清楚、把林彪的思想转变过程写清楚的同
时，也把毛、林的个性特征、内心世界呈现出来
了。对主要历史人物，都得下这样的功夫，碰上学
术大师，哪怕只是人物对话中提到他的名字，为
了评价准确，也得去读他的传记和专著，比如哲
学家张崧年，他是“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领袖，要
理解他为什么配合中共地下党领导这次反对华
北自治的运动，就必须了解他之前曾是中共先驱
的历史——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
为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而退党。要理解毛泽东谈
起他时语带讥讽，就得追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当工友时，张常给他脸色看的历史。张崧年为什
么倨傲呢？他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人，自称

“中国哲学第一人”。了解了他的个人历史、学术
主张，甚至风流韵事，基本上就可以把握这个人
的个性特征和处世风格了。张崧年还不是小说里
的主要人物，对于几个核心人物，光他们复杂的
人际关系，就让我画过无数的人际关系图谱，否
则就无法解释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么做，历史的走
向为什么是那样的而不是这样的。比如宋美龄和
陈诚太太的同学关系，还有宋庆龄对宋子文太太
的喜爱，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有时候是一些大的
历史事件发生的微妙原因。就算是次要人物，他
也必须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样文学才能够从历
史当中借力。往往从一个人物又牵扯出更多人物
来，但凡涉及到的真实历史人物，即使只出现一
次，有关他的生平、言谈举止、学问主张等必须充
分了解和把握，这样滚雪球一样的史料堆积是我
没有想到的，但也只有静下心来，埋头研读，详细
条理地做好笔记。

怎样写战争？怎样描写战争场面？怎样体现
军事家们的军事指挥艺术？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
的巨大考验。红军东征山西历时两个半月，几乎
天天在打仗，著名的战斗有关上村战斗、蓬门大
捷，双方投入 10 万人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战斗有
兑九峪战斗，当时毛泽东兵分三路，左中右，纵横
三晋，大小战斗遍地开花，不要说精彩描述，能陈
述清楚就不容易了。写小说的都明白，没有生活
体验的叙述是最危险的，难道我也通篇都用“枪
林弹雨”、“血肉横飞”、“战斗激烈”这样的通用字
眼？这个时候，我二十多年来衷心膜拜、反复阅读
的三位大师开始给我以指点。雨果和托尔斯泰在
他们的巨著中都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拿破仑的
战争，雨果用诗人的情怀对拿破仑滑铁卢之败的
俯视，和托尔斯泰以澎湃的爱国之心与上帝般的
悲悯对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描述，曾给过我巨大的
心灵震撼。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动用数万字篇幅
描述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他轻描淡写地说，一
场小雨润湿了地皮，阻止了皇帝的炮队前进，世
界的格局由此被改变。这样峻拔的观照、宏阔的
视角、深邃的情怀，把我从战争的迷雾中托举出
来，找到了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视角。托尔斯泰在

《战争与和平》中描写战斗场面的激烈和战争的
恐怖，他说，一个团的我军步兵埋伏在一片小树
林里，对面敌军的一阵排枪打来，所有的树都被
拦腰斩断。托翁是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他没
有正面描写士兵的反应和战斗的激烈程度，但他
却完美地呈现了一切。这对我处理战斗细节给予
了提醒。

怎样把一场战役的过程和细节都交代清楚？
投入东征红军全部万余兵力和阎锡山五路纵队
十万大军的兑九峪战斗，是一场因为双方情报错
误导致的大型混战，一场史无前例的激烈对攻
战，简直就打成了一锅粥，从哪里才能找到头绪
把这团乱麻理顺呢？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笔记
做了又做，就在一个人苦闷地在书房里背着手来
回踱步时，一抬头看到了书柜最高处的《三国演
义》，顿时豁然，这部四大名著里我阅读次数最多
的书，终于使我受益——我保持着三年阅读一遍
的规律，前些年甚至因为阅读的不满足自己动手
写过一部《三国前传——龙虎会风云》——我忽
然发现毛泽东和阎锡山的兑九峪之战，简直就是
当年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的翻版——在信史
之中，曹操两万兵力对阵袁绍的十万大军；在演
义中，罗贯中给他们都翻了10倍，却依然处理得
进退有据，章法分明。我几乎照搬了罗贯中的手
法，把双方的计谋先都摆出来，根据战局变化分
别交代，其间穿插几个有意思、有代表性的故事
单元，于是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了。

三
我把两筐 100 多本史料都搬到阳

台上，给阳台的墙上挂了两张大草帘

子，把打印出来的资料和照片都用曲

别针挂上去，每天凝望着那些历史的

面孔，沉思自己的思路到底哪里出了

问题。

为什么第一稿没有应有的史诗格

调？正是我太执著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和

表述，忽视甚至无视了东征原本具有民

族和世界意义的贡献。

红军东征山西这段历史，各种史料都是寥寥
数语、一笔带过，找不到权威机构完整的史料记
述，多是一些地方志书以本区域为主的记载，其
中传说和夸大的成分很大，可以取信的主要史料
就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从彭德怀、聂荣臻到各级
红军干部、战士，后来能拿起笔来写文章的几乎
都有回忆，但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回忆录所述时
间、地点、人物之间自相矛盾，甚至有个师级高级
指挥员居然说林彪没有参加东征。也有后来解放
战争中被俘虏的阎锡山的高级将领们和参加过
阻击的基层军官撰写的回忆录，多是被“教育”过
来的，难免在写文章时有意贬损阎锡山，推卸自
己参与作战的责任，更把双方的战力对比夸大，
隐瞒了很多真相。而关于东征渡河的时间，有说
1936 年 2 月 20 日晚 8 点的，也有说 21 日晚 8 点
的，考证的难度很大，要经过大量的比对工作才
能采信。好在我去永和县采风考察的时候，县领
导提供给我一套完整的东征战役电报实录，使我
能够对比考证，也拥有了为小说“编程”的“数
据”，硬是根据电报揣测出来当时双方的排兵布
阵，写到后来竟至于能够推断出后来的战局走
向，而且很快被证明与史实并无二致。于是也就
成了一种乐趣，仿佛参与了毛泽东、彭德怀对战
局的分析和指挥，陶醉其中，每每与电报暗合，不
禁欢呼雀跃。

同时，我在中国作协的资助下，每年在与东
征相应的时间，沿着当年红军东征的路线，来到
当年渡河、战斗的重要地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
季节气候、人民基础等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学着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之前那样，勘查地形、
搜集资料、咨询专家、访问当事人，进行了细致的
考察，包括房屋用什么建成，那个季节长什么树
木花草，老百姓吃什么主食、养什么牲畜，方言有
什么特色等等，努力使自己置身于当年的政治、
人文、地理、战争的真实氛围和环境里。每次考察
都得到了沿线干部群众的热心帮助，比如说永和
县，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率中路军曾在永和转战
13天，并在此地做出回师西渡的重大历史决定，
由永和县于家咀渡口西渡回陕。在我多次采访期
间，永和的书记、县长亲自带路，沿着当年毛泽东
进出永和的路线跑了好几天，当时正值春雨连
绵，有些山路湿滑车辆不能通行，我们基本上是互
相搀扶着徒步上山下沟的。当地的朋友走一路介
绍一路，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有时候关于传说和
史料的偏差，我们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以至于面红
耳赤、拂袖而去。回太原后如果当地的研究有什么
新的发现，他们又会及时从网上给我发来。

如此写完了第一稿的十几万字，自己看了一

遍，完整叙述了红军东征的全过程，挺热闹，也还
算好看，很有成就感。看完后却感到不满足，很大
的不满足，并没有写出“共赴国难”的救亡精神，
更没有期待中的史诗格调。我们省作协主席杜学
文听说完成了初稿，要去也看了一遍，然后给我
打了40分钟的电话，说没有想象中的好，建议我
推倒重写。第一位“权威”读者就否决，着实有些
受打击，但此时已经进入 2013 年，推倒重来、重
起炉灶的话，我这两年的辛苦就算付之东流了。

然而此时已经无路可退，放弃不仅仅意味着
这部作品的失败，同时对我拓展自己的文学格局
的信心也是一个空前的打击，它将证明我走不出

“70后”作家只会写个人生命体验和终究甩不脱
乡土叙事的局限。我别无选择，只得向作协党组
请了半年的创作假，托人从家乡带来六箱挂面，
在微博和微信上都发布了自己“闭关”的消息，希
望亲朋好友在此期间不要和我联系，也不参加任
何社会活动。我把两筐100多本史料都搬到阳台
上，给阳台的墙上挂了两张大草帘子，把打印出
来的资料和照片都用曲别针挂上去，每天凝望着
那些历史的面孔，沉思自己的思路到底哪里出了
问题。

我到底还是得到了回报和启示：一天，在我
阅读文献时，发现毛泽东在东征期间的一次讲话
中说：“红军是一支带着政治任务的军队。”顿时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这段看似颇有争议的历
史，其实有着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拯救和更其伟
大的国际意义，它绝不仅仅是共产党为了红军的
发展壮大而进行的几个月的简单战役，而是中共
为了落实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更为了抗日救亡进行的一次促进中国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奋斗。红军东征，使中国革命从土地
革命战争转向为民族革命战争，直接改变了中国
的革命进程。为什么第一稿没有应有的史诗格
调？正是我太执著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和表述，忽
视甚至无视了东征原本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
贡献：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东征山西之
前的 1935 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
会就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并委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
国寻找中央红军并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张浩于当年
12 月初到达陕北，在接下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中共确定下一步的政治任务为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与全国各党各派、各种武装力量
成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这一重大政治方针，在当时寇深祸急、中华民族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具有世界格局的历史
意义。红军东征，是一次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政
治战役，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救亡史，它也使中国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的先声和前奏。

东征期间，红军先后发出了《中国人民红军
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
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
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通电》等宣言和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国民政府方面，此时世界形势为之一变，英美
误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是要进攻苏联，因而
停止了对华援助，蒋介石在英美停止军援和日本
军方逐步蚕食国土的压力面前，寄希望于和苏联
联合对日，并对红军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新策
略，一方面派亲信陈立夫绕道柏林去莫斯科面见
斯大林，一方面让大舅哥宋子文想办法和中共中
央进行和谈。而也在东征期间，毛泽东和红军积
极寻求与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实力派的联
合，最终达成了北方抗日阵线的形成，东征之后，
首先在山西完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并与张学良商
议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为“西安事变”的发
生埋下了伏笔，顺理成章地促成了中国的全面抗
战。这才是我为什么写《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
思想本源和创作动机，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
作中，不仅仅是历史为文学服务，文学更要为历
史负责。

此时重新下笔，格局为之一变。我自己感到
三年来的努力和劳动没有白费。但这部作品还需
要时间去检验，我惟一欣慰的是，自己站在今天
写了这样一部救亡史，所以创作上的曲折和艰难
都已经成为宝贵的经验和人生财富。新中国成立
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被遮
蔽，而现在又成为文学和影视争相表现的主题，
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通过创作
期间对大量史料的阅读和思考，我认为关于国共
对抗日的贡献，不应该单纯从抗战开始之后算
起，更应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
变”之后。因此，不能过于简单地评价，这也是文
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